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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资源型城市精明发展与环境质量的
耦合关系及响应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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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以2003-2015年的中国资源型地级城市为研究对象，利用全局主成分分析、耦合协调模

型和面板VAR模型对中国不同类型的资源型城市精明发展与环境质量的耦合关系及交互响应

机制进行综合测度。研究发现：（1）资源型城市精明发展水平相对较低，各地区间差异有所减

弱；环境质量亟待改善,各地区间差异在波动中有所增加。（2）二者间的耦合协调关系有待提升，

耦合协调度由高到低排名依次为成长型、衰退型、再生型和成熟型。（3）不同类型资源型城市的

精明发展与环境质量均有自我增强和惯性增长趋势。资源型城市精明发展对环境质量呈现先

正后负的作用机制，成熟型资源城市精明发展提升对环境质量具有正向增强机制，而衰退型资

源城市环境质量对精明发展、再生型资源城市精明发展对环境质量均呈现先负后正的交替作

用机制。未来15期，成熟型和再生型资源城市精明发展将会促进环境质量提升。针对不同类

型资源城市提出了差异化的对策与转型发展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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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型城市在长期发展过程中面临资源依赖困境和转型发展难题，如产业结构和资

源配置不均衡、失业人口多、空间无序扩张、生态环境恶化等[1]，资源型城市的发展基础

受到破坏，生态补偿体制和机制尚不健全，资源环境的承载能力遭受严峻考验[2]。在资源

型城市发展的早期阶段，环境问题容易被忽视，生态环境保护与治理滞缓[3]。此外，在多

数资源型城市中还出现了空间低密度蔓延和人口收缩同时存在的悖论现象，存在着收缩

型城市当前普遍面临的共性问题，即空间发展失控和土地城镇化现象[4-6]。因此，资源型

城市转型与可持续发展过程中要更加强调经济社会发展活动与生态环境之间的耦合关系

和协调程度[7]，已成为中国资源型城市转型发展和环境质量提升的关键环节。

国内外资源型城市发展研究内容主要涉及经济发展转型[8]、区域发展政策[9]、资源诅咒

效应[10]、城市转型阶段与生命周期[1,11]以及生态效率[12]、环境规制[13]和环境污染研究等[14]，

以恢复力为主要内容的城市社会生态系统相关研究已成为该领域的前沿与热点[15-16]。国外

城市精明发展与环境质量关系的相关研究重点围绕精明发展与热岛效应[17]、气候保护[18]、

绿色基础设施[19]、资源环境变化[20]与温室气体排放[21]以及土地精明利用与生态保护[22]等展

开；国内学者则主要关注城市空间与环境的协调关联[23]，其中包括土地集约与生态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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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同关系、资源环境对城市增长边界划定约束以及城市蔓延的生态环境效应等[24-26]。

上述研究对精明发展与环境质量之间关系的关注不够，多在规划层面衡量城市空间

发展质量以及探讨精明增长对生态和环境的影响；现有研究多局限于从定性视角研究以

精明增长与收缩为主要内容的理论发展和规划实践，资源型城市精明发展与环境质量的

时空格局演变以及二者之间的耦合关系、交互作用机制分析及其动态演化模拟等研究内

容亟待丰富。研究方法上对城市发展中的环境质量研究不足，且交互作用机制方法多为

定性与相关分析，对计量模型的使用相对缺乏；研究尺度上缺少多尺度的系统性研究，

不利于从宏观层面把握不同类型资源型城市地区的特点。本文以2003-2015年中国地级资

源型城市为研究样本，对资源型城市精明发展和环境质量水平进行测度，并揭示二者之

间的动态耦合关系及响应机制，为中国资源型城市转型与环境协调发展提供参考。

1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1.1 研究方法

1.1.1 评价指标体系

“精明增长”与“精明收缩”理论分别起源于美国和德国，注重城市空间内部调整以

提升经济发展活力，并促进空间集约利用、生态环境改善和地区可持续发展[27-28]。本文综

合“精明增长”和“精明收缩”的内涵、原则与特征，在着眼于资源型城市内部出现的

空间匹配失衡、局部地区经济衰退等现象基础上，认为精明发展是以经济社会发展与景

观环境建设的协调发展为目标，在空间紧凑利用、合理开发建设基础上，促进城市内部要

素高效组织、完善功能服务的一种精明发展模式，系统反映城市发展的综合质量。借鉴已

有研究成果[29-32]，从空间集约利用、结构紧凑布局、规模开发强度、经济发展水平、要素

高效配置、区域交通联系、基础设施投入、公共功能服务、景观环境建设等方面，建立资

源型城市精明发展评价指标体系（表1），采用全局主成分分析法[33]来计算精明发展程度。

对于环境质量的评价，本文借鉴相关研究[34-36]的思路，认为环境质量不仅注重城市发

展带来的污染物减排，而且强调与城市生产、生活和居民健康息息相关的空气质量提

升。因此，环境质量可以采用综合环境污染指标来表示，相关研究中的环境污染多数是

指大气污染、水污染和固废污染等方面，但限于数据的可获得性和长时间序列的一致

性，本文选取工业废水、二氧化硫、烟尘排放量和PM2.5地表年均浓度这四项指标进行度

量，而且为了保证前后测度的一致性，环境质量亦采用全局主成分分析法[33]来计算。

1.1.2 耦合协调模型

耦合协调度[37]是测量系统之间耦合协调关系的量化指标，公式如下：

C = 2 ×[(SDi × EQi)/(SDi + EQi)
2]1/2 （1）

T = a × SDi + b × EQi （2）

U =[C × T]1/2 （3）

式中：U为耦合协调度，综合表征精明发展与环境质量两个系统之间的耦合协调程度；C

为耦合度；T为协调度；SDi和EQi分别为第 i个城市精明发展和环境质量的标准化值；a

和b均取值为0.5，表示两个系统同等重要。

1.1.3 面板VAR模型

面板VAR模型兼具面板数据分析与时间序列模型的优势，以便于控制个体的异质性

和动态调整分析，探讨精明发展与环境质量的交互响应机制，建立计量分析模型[38]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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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it = ai +β0 +∑
j = 1

n

βj yi, t - j +μt +εit （4）

式中：yit为包含精明发展和环境质量评价值的列向量；αi表示个体效应的列向量；β0表示

截距项向量；βj表示系数向量；μt为时间效应的列向量；εit为干扰项；i代表城市；t代表

表1 中国资源型城市精明发展的测度指标体系

Table 1 Indicators system for measurements of smart development in Chinese resource-based cities

要素名称

空间集约利用

结构紧凑布局

规模开发强度

经济发展水平

要素高效配置

区域交通联系

基础设施投入

公共功能服务

景观环境建设

指标名称

地均固定资产投资

地均生产总值

地均消费品零售总额

经济密度

人口密度

居住密度

就业密度

道路密度

空间紧缩系数

开发利用强度

建设集约强度

土地利用均衡度

人均地区生产总值

人均固定资产投资

投入产出比

第二、三产业比例

人均用电量

用水普及率

燃气普及率

从业人口比例

人均建设用地面积

公共交通供给

公交系统效率

人均道路面积

城市维护建设

排水管道密度

建成区路网密度

教育服务水平

医疗服务水平

文化服务水平

卫生、社会保障与福利水平

人均绿地面积

建成区绿化覆盖率

人均道路清扫保洁面积

人均生活垃圾清运量

污水处理率

指标含义

固定资产投资/市区面积

地区生产总值/市区面积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市区面积

地区生产总值/城市建设用地面积

市区人口/市区面积

居住用地/建成区面积

(单位+私营、个体从业人员)/市区面积

年末实有铺装道路面积/市区面积

上一年/当年城市建成区面积

建成区面积/市区面积

建设用地面积/建成区面积

土地利用结构熵

地区生产总值/市区人口

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市区人口

地区生产总值/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

第二、三产业增加值/地区生产总值

全社会用电量/市区人口

建成区用水人口/建成区人口×100%

建成区用气人口/建成区人口×100%

(单位+私营、个体从业人员)/市区人口

城市建设用地面积/市区人口

每万人拥有公共汽电车

公共汽电车客运数/公共营运汽电车数

建成区道路面积/建成区人口

城市维护建设资金/建成区人口

建成区排水管道长度/建成区面积

建成区道路长度/建成区面积

市区中小学师生比

市区万人医院卫生院床位数

每百人公共图书馆藏书量

卫生、社会保障与福利业从业人员占比

市区绿地面积/市区人口

建成区绿化覆盖面积/建成区面积×100%

道路清扫保洁面积/建成区人口

生活垃圾清运量/建成区人口

污水处理总量/污水排放总量×100%

单位

万元/km2

万元/km2

万元/km2

万元/km2

人/km2

%

人/km2

m2/km2

/

%

%

/

元/人

元/人

/

%

kW · h/人

%

%

%

m2/人

辆

万人次/辆

m2/人

元

km/km2

km/km2

/

张

册

%

m2/人

%

m2/人

t/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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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份；n表示滞后阶数。

1.2 数据来源与处理

截至 2015年底，中国拥有 116座资源型地级城市[39]，约占全国地级以上城市总数的

三分之一以上。鉴于评价数据的连续性和可获得性，而且考虑到市级行政区划调整，研

究区域不包括陇南、毕节、临沧、丽江和云浮市，共有13个成长型、14个再生型、23个

衰退型和 61个成熟型资源城市[40]。本文以 2003-2015年 111个地级资源型城市为研究对

象，文中所用数据分别源自《中国城市建设统计年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以及美国哥

伦比亚大学社会经济数据与应用中心[41]。其中，PM2.5地表年均浓度数据由GIS技术处理

得到，并利用《中国统计年鉴》中对应的CPI指数和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对涉及价格

的指标进行平减。环境污染各项指标均属于负向指标，在进行主成分分析之前，将其正

向化处理。另外，为了避免主成分分析结果的负值影响，采用统计学原则将精明发展与

环境质量的评价值进行了坐标平移，以便于将各变量引入计量模型和实证分析[33]。

2 结果分析

2.1 资源型城市精明发展和环境质量的测度与分析

采用全局主成分分析法对资源型城市的精明发展和环境质量水平进行测度，结果表

明（表2）：2003-2015年资源型城市精明发展得分相对较低，均值具有逐步增大的变化趋

势，精明发展程度有所增强；环境质量的均值呈逐渐减小的变化趋势，环境质量亟待改

善。多年来，资源型城市精明发展的离散系数由2003年的0.308降至2015年的0.268，说

明总体上精明发展各地区间差异有所减弱；而资源型城市环境质量的离散系数先增大后

减小，表明总体上环境质量各地区间差异在波动中有所增加。

精明发展按均值排名从大到小依次为再生型、衰退型、成熟型和成长型（图1a~图1c），

表明成熟型资源城市由于前期经济发展迅速，资源开发强度大，容易忽视城市空间集约

和紧凑利用，阻碍精明发展水平提升。成长型资源城市资源开采秩序不规范，尚在资源

开发的上升阶段，易产生空间蔓延现象[40]。衰退型资源型城市资源面临枯竭，经济发展

滞缓，历史遗留问题显著[40]，内部结构难以优化。而再生型资源城市因其对资源的依赖

度降低，资源开发活动薄弱，有利于优化调整空间结构，促进城市精明发展。环境质量

从均值来看，由大到小排名依次为成长型、衰退型、成熟型和再生型（图1d~图1f），以

上结果可以看出，成熟型资源城市资源开发强度大，容易产生环境污染问题，资源开发

利用的环境绩效有待提高；衰退型资源城市经济增长放缓，缺乏内生发展动力和资源利

用效率[40]，环境成本高；而成长型资源城市资源储量丰富，发展潜力大，资源利用效率

高，环境成本低；再生型资源城市虽然在很大程度上减少了资源依赖[40]，但城市早期发

展造成的环境污染控制滞后，城市发展的结构与功能有待提高，由此导致其环境质量较低。

表2 中国资源型城市精明发展与环境质量的描述统计

Table 2 Description statistics of smart development and environmental quality in Chinese resource-based cities

精明发展

年份

2003

2009

2015

最大值

1.251

1.478

2.497

最小值

0.265

0.365

0.428

平均值

0.644

0.875

1.082

标准差

0.198

0.225

0.29

离散系数

0.308

0.257

0.268

环境质量

年份

2003

2009

2015

最大值

2.810

3.943

2.931

最小值

1.009

0.974

0.991

平均值

1.554

1.539

1.471

标准差

0.425

0.532

0.426

离散系数

0.273

0.346

0.2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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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资源型城市精明发展与环境质量的耦合关系

基于资源型城市精明发展与环境质量的耦合协调度的评价值，利用自然间断点方

法，从大到小将其划分为优质协调、高级协调、中级协调和低级协调共 4 种等级类型

（表 3）。结果表明：资源型城市整体上精明发展与环境质量的耦合协调程度较好，二者

之间的耦合协调关系具有减弱趋势，地区间差异有所下降，在不同类型资源城市中耦合

协调度排名由高到低依次为成长型、衰退型、再生型和成熟型（图2）。其中，优质协调

的资源型城市数量有所增加，只有克拉玛依、包头和乌海市在研究时段内均处于优质协

调等级，除了拥有丰富资源以外，空间集约紧凑利用以及良好的功能服务设施，积极提

高资源利用效率，严格控制环境污染，探索转型发展的道路，基本形成紧凑集约高效、

功能服务良好的精明发展模式。高级协调资源型城市的数量显著减少，而中级协调和低

级协调资源型城市的数量有所增加。可见，中国资源型城市精明发展与环境质量的耦合

关系亟待提高，但从整体上看，耦合关系的内在响应机制需要进一步探索，进而促使两

者之间相互增强和继续优化。

2.3 资源型城市精明发展与环境质量响应机制的实证分析

鉴于面板数据存在单位根可能造成伪回归的问题，依据不同类型单位根检验方法

的特征和适用条件，采用 HT 和 IPS 方法来检验数据的平稳性，平稳性检验结果表明

（表 4），精明发展（lnSD）和环境质量（lnEQ）变量均在0.01的水平上显著地拒绝了原假

设，即精明发展和环境质量在资源型城市整体及其不同类型的资源型城市中均为平稳序列。

2.3.1 面板VAR模型的GMM估计

针对面板VAR模型的最优滞后阶数，本文依据AIC、BIC和HQIC准则确定[38]。其中

资源型城市与成长型、成熟型、再生型和衰退型资源城市分别为4、3、3、2和4期，而

后利用系统GMM方法对模型参数进行估计（表5、表6）。结果表明，精明发展和环境质

量的正向增强机制均在不同程度上存在于中国资源型城市总体及不同类型资源型城市之

中。具体地说，资源型城市总体的精明发展滞后1、2、3期和环境质量滞后1、2、4期，

成长型资源城市的精明发展滞后1、2、3期和环境质量滞后1期，成熟型资源城市的精明

图1 中国资源型城市及其不同类型的精明发展与环境质量的基本统计量

Fig. 1 Basic statistics of smart development and environmental quality in various types of Chinese resource-based c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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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滞后1、2、3期和环境质量滞后1、3期，再生型资源城市的精明发展滞后1期和环

境质量滞后1期以及衰退型资源城市精明发展滞后1、2期与环境质量滞后1期，分别对

其自身当期的影响系数显著为正，表明二者均存在自我增强机制，精明发展和环境质量

表4 精明发展和环境质量变量的平稳性检验

Table 4 Test for stationariness of variables of smart development and environmental quality in various types of

Chinese resource-based cities

变量

lnSD

lnEQ

资源型城市

HT检验

0.17***

0.02***

IPS检验

-8.09***

-11.62***

成长型资源城市

HT检验

0.04***

-0.09***

IPS检验

-3.72***

-4.47***

成熟型资源城市

HT检验

0.22***

0.12***

IPS检验

-4.75***

-8.83***

再生型资源城市

HT检验

0.13***

0.06***

IPS检验

-3.50***

-4.15***

衰退型资源城市

HT检验

0.18***

0.17***

IPS检验

-4.53***

-4.56***

注：***、**与*分别表示在1%、5%与10%的水平下显著，下同；表中数字表示HT和 IPS检验对应的统计量。

表3 中国资源型城市精明发展与环境质量的耦合协调度

Table 3 Coupling and coordinating degrees of smart development and environmental quality in Chinese resource-based cities

排名

前5名

后5名

均值

标准差

离散系数

低级协调比例/%

中级协调比例/%

高级协调比例/%

优质协调比例/%

1

2

3

4

5

107

108

109

110

111

2003年

城市

克拉玛依市

攀枝花市

乌海市

三明市

包头市

临沂市

运城市

渭南市

宿州市

广安市

0.718

0.066

0.092

19.82

41.44

32.43

6.31

耦合协调度

0.999

0.883

0.852

0.835

0.831

0.592

0.586

0.580

0.572

0.572

2009年

城市

克拉玛依市

呼伦贝尔市

庆阳市

鄂尔多斯市

包头市

宜春市

南阳市

安顺市

贺州市

广安市

0.682

0.061

0.090

20.72

51.35

21.62

6.31

耦合协调度

0.881

0.872

0.854

0.846

0.835

0.589

0.583

0.575

0.559

0.546

2015年

城市

鄂尔多斯市

克拉玛依市

包头市

乌海市

金昌市

徐州市

南阳市

赣州市

宜春市

达州市

0.674

0.059

0.088

27.93

44.14

18.02

9.91

耦合协调度

0.903

0.870

0.838

0.820

0.819

0.610

0.594

0.581

0.564

0.552

图2 中国资源型城市及其不同类型的精明发展与环境质量耦合协调度的基本统计量

Fig. 2 Basic statistics of coupling and coordinating degree of smart development and environmental quality

in various types of Chinese resource-based c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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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惯性效应和长期渐进发展过程，应采取时间上留有余地和实践上城市精明发展建设

与环境质量相协调的切实可行措施。

（1）从中国资源型地级城市整体来看，精明发展的滞后2和4期对环境质量均产生显

著影响，系数分别为-0.05和0.03。表明资源型城市精明发展对环境质量呈现先增强后抑

制的作用机制，原因在于精明发展不单单表现在空间上的集约利用，而且要求资源要素

在城市范围内集聚，辅之以高效的要素组织以及完善的功能服务，既有效地提高了规模

集聚和资源配置效率，又有力地增强了技术进步效率，从而促使环境质量显著提升。但

长期来看，盲目追求精明发展将导致环境质量提升基础被破坏，不利于资源环境要素的

高效配置和污染治理。

（2）在成熟型资源城市中，精明发展滞后 1期对环境质量的影响系数为 0.06，说明

精明发展提升对环境质量有正向增强机制。主要是成熟型资源城市早期精明发展模式带

动空间集约利用和要素紧凑布局，充分发挥人口、资源等在空间上的集聚效应，加之与

表6 成长型和成熟型资源城市的面板VAR模型估计结果

Table 6 Panel VAR model estimated results of growth and maturity types in resource-based cities

成长型资源城市

lnSD方程

变量

L1_lnSD

L1_lnEQ

L2_lnSD

L2_lnEQ

L3_lnSD

L3_lnEQ

系数

0.44***(3.88)

0.32(1.06)

0.15*(1.65)

0.02(0.16)

0.16**(2.48)

-0.13(-1.12)

lnEQ方程

变量

L1_lnSD

L1_lnEQ

L2_lnSD

L2_lnEQ

L3_lnSD

L3_lnEQ

系数

0.05(1.10)

0.70***(3.46)

-0.09(-1.31)

-0.05(-1.03)

0.02(0.33)

0.01(0.10)

成熟型资源城市

lnSD方程

变量

L1_lnSD

L1_lnEQ

L2_lnSD

L2_lnEQ

L3_lnSD

L3_lnEQ

系数

0.45***(4.63)

0.09(0.49)

0.13**(2.06)

-0.15(-1.15)

0.12**(2.39)

0.06(0.66)

lnEQ方程

变量

L1_lnSD

L1_lnEQ

L2_lnSD

L2_lnEQ

L3_lnSD

L3_lnEQ

系数

0.06*(1.66)

0.62***(3.88)

-0.02(-0.86)

0.08(1.16)

0.00(0.21)

0.14**(2.08)

表5 资源型城市总体、衰退型和再生型资源城市的面板VAR模型估计结果

Table 5 Panel VAR model estimated results of general situation, recession and regeneration types in resource-based cities

资源型城市

lnSD方程

变量

L1_lnSD

L1_lnEQ

L2_lnSD

L2_lnEQ

L3_lnSD

L3_lnEQ

L4_lnSD

L4_lnEQ

系数

0.44***

(5.89)

0.08

(0.83)

0.12***

(2.78)

0.13

(1.30)

0.08*

(1.90)

-0.09

(-0.99)

0.03

(1.23)

-0.01

(-0.25)

lnEQ方程

变量

L1_lnSD

L1_lnEQ

L2_lnSD

L2_lnEQ

L3_lnSD

L3_lnEQ

L4_lnSD

L4_lnEQ

系数

0.05

(1.53)

0.63***

(7.20)

-0.05*

(-1.75)

0.10*

(1.92)

-0.02

(-1.18)

0.02

(0.53)

0.03*

(1.66)

0.07**

(1.98)

衰退型资源城市

lnSD方程

变量

L1_lnSD

L1_lnEQ

L2_lnSD

L2_lnEQ

L3_lnSD

L3_lnEQ

L4_lnSD

L4_lnEQ

系数

0.46***

(3.62)

-0.12

(-0.98)

0.20**

(2.46)

0.20**

(2.21)

0.02

(0.29)

0.06

(0.71)

0.02

(0.19)

-0.17*

(-1.93)

lnEQ方程

变量

L1_lnSD

L1_lnEQ

L2_lnSD

L2_lnEQ

L3_lnSD

L3_lnEQ

L4_lnSD

L4_lnEQ

系数

0.06

(1.14)

0.73***

(6.43)

0.04

(0.88)

-0.03

(-0.38)

-0.07

(-1.31)

0.06

(1.03)

-0.03

(-0.64)

-0.02

(-0.39)

再生型资源城市

lnSD方程

变量

L1_lnSD

L1_lnEQ

L2_lnSD

L2_lnEQ

系数

0.75***

(6.72)

0.22

(0.91)

0.10

(1.53)

0.03

(0.15)

lnEQ方程

变量

L1_lnSD

L1_lnEQ

L2_lnSD

L2_lnEQ

系数

0.16***

(2.60)

0.64**

(2.26)

-0.08*

(-1.68)

0.20

(1.10)

注：括号内数值为对应的统计量，Lt代表滞后 t期，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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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素供给等经济绩效、公共服务和景观建设等社会绩效相匹配，从而促进环境高质量提升。

（3）在衰退型资源城市中，环境质量滞后2、4期分别对精明发展产生正向的促进作

用和负向的阻碍作用，说明早期的环境质量提高未能产生精明发展效果，反而抑制了精

明发展提升，而近期的环境质量提升对精明发展具有显著的正向倒逼作用，且环境倒逼

机制存在滞后效果。原因是衰退型资源城市资源面临枯竭，经济增长乏力[40]，考虑提升

资源利用效率，着手降低环境代价，进而提高区域环境质量，能够有效推动城市空间的

优化和重组，倒逼城市集约紧凑用地，通过土地整治、矿山生态修复与污染综合治理等

措施，以期实现城市精明发展。

（4）在再生型资源城市中，精明发展的滞后1、2期分别对环境质量产生显著的正向

增强效应和负向抑制作用。原因在于再生型资源城市发展前期并未摆脱资源依赖效应，

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若盲目地追求精明发展提升，势必存在导致其环境质量被破坏的风

险，但在资源依赖转型后，经济社会发展步入良性正轨[40]，经过加大环境保护力度和提

升污染治理能力，有力地规避了环境污染造成的不良后果，从而达到环境质量提升目的。

2.3.2 脉冲响应分析

为了探究给定的随机扰动冲击对精明发展和环境质量的未来各期的动态变化，直观

地展示精明发展与环境质量的动态关系和交互响应机制，采用蒙特卡罗模拟方法进行

500次抽样，分析了未来 15个时期内精明发展与环境质量的脉冲响应函数图。图 3中的

模拟结果表明：

（1）在资源型城市整体以及所有不同类型资源城市中，对于自身的脉冲响应冲击，

精明发展（lnSD）和环境质量（lnEQ）均呈现出显著的正向响应，最大值在第1期，随

后各期逐渐减弱直至不再显著。精明发展的自我增强机制分别延续至第 15、第 10、第

7、第6和第11期（图3a1、图3b1、图3c1、图3d1、图3e1）；而环境质量对自身的正向

惯性响应则分别延续至第 10、第 2、第 5、第 2 和第 6 期（图 3a4、图 3b4、图 3c4、图

3d4、图3e4）。上述结果表明了精明发展和环境质量均不同程度存在着路径依赖的发展特

征[39]，但并未被整体上的依赖路径所锁定。

（2）对于一个标准差的精明发展（lnSD）冲击，成熟型和再生型资源城市的环境质

量（lnEQ）具有显著的正向脉冲响应，与上述GMM的估计结果较为一致。其中，成熟

型资源城市仅在第2期表现出显著的正向脉冲响应，再生型资源城市在前3期出现显著的

正向脉冲响应。而资源型城市总体、成长型和衰退型资源城市则不显著（图 3a3、图

3b3、图 3c3、图 3d3、图 3e3）。原因是再生型和成熟型资源城市的产业和城市发展建设

相对成熟，通过产业结构转型和发展方式转变[40]，通过经济和社会因素的空间集聚来提

高资源配置、科技进步和环境治理能力，有效地提升了整体的环境质量。

（3） 需要说明的是，在资源型城市整体及其他类型资源城市中，对于环境质量

（lnEQ）的脉冲响应冲击，精明发展（lnSD）未有显著响应（图3a2、图3b2、图3c2、图

3d2、图3e2）。长期来看，环境质量对精明发展的倒逼机制虽然存在但并不显著，表明资

源型城市的环境质量较低，资源配置低效和技术进步不足，导致内部规模集聚效果差，

未能促使环境质量对精明发展的产生较为显著且长期的倒逼作用。

3 结论与讨论

3.1 结论

本文采用全局主成分分析法对资源型城市精明发展与环境质量进行综合测度，并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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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耦合协调模型和面板VAR模型论证了二者的耦合关系与响应机制。基本结论如下：

（1） 2003-2015年资源型城市精明发展程度有所增强，各地区间差异有所减弱；环境

质量亟待改善，各地区间差异在波动中有所增加。精明发展排名由高到低依次为再生

型、衰退型、成熟型和成长型，环境质量排名由高到低依次为成长型、衰退型、成熟型

和再生型。

（2）资源型城市精明发展与环境质量的耦合协调关系逐年减弱，地区间差异有所下

降；从等级结构来看，整个研究时段内，只有克拉玛依、包头和乌海市属于优质协调等

级，中级协调等级城市占比最大，其次为高级协调、低级协调和优质协调，耦合协调度

注：图中坐标系中的横轴表示期数（年份），纵轴表示脉冲响应程度；红色线为脉冲响应曲线，绿色和蓝色线分

别表示显著性区间的上、下限。虚线框内表示再生型资源城市精明发展和环境质量前5期的模拟响应图。

图3 中国资源型城市及其不同类型精明发展与环境质量的脉冲响应分析

Fig. 3 Impulse response analysis of smart development and environmental quality in various types of

Chinese resource-based c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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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名为成长型＞衰退型＞再生型＞成熟型。

（3）从GMM估计结果来看，资源型城市整体与成长型、成熟型、衰退型资源城市

的精明发展与环境质量均具有惯性发展和自我增强的作用机制。资源型城市精明发展对

环境质量呈现先增强后抑制的作用机制；成熟型资源城市精明发展提升对环境质量具有

正向增强机制；衰退型资源城市环境质量对精明发展、再生型资源城市精明发展对环境

质量均呈现先负后正的交替作用机制。

（4）从未来15期的脉冲响应分析结果来看，资源型城市整体及其不同类型资源城市

的精明发展和环境质量均存在不同程度的路径依赖特征，但整体上并没有被路径锁定。

但在今后的发展过程中，只有成熟型和再生型资源城市的精明发展对环境质量存在正向

增强机制，而资源型城市总体上精明发展对环境质量的促进作用将不复存在，衰退型资

源城市环境质量对精明发展的倒逼机制将会消失。

3.2 讨论

（1）在国家努力打造生态绿色新发展理念并出台政策支持资源型城市转型发展的宏

观政策背景下，资源型城市总体上应该充分重视不同类型地区在历史进程中存在的主要

发展特点，针对精明发展与环境质量的耦合关系及响应机制，构建资源型城市精明发展

目标体系，着力推进生态保护和环境污染治理能力提升。约束城市开发建设与环境保护

行为，采取长期和差异化的政策措施，提升城市系统功能和综合质量。资源型城市整体

上，应该破除“盲目增长、收缩等于衰退”等发展观念，提倡“存量优化、精明发展、

提质增效”的转型发展方针，从而促进环境质量提升，降低环境污染。

（2）资源型城市转型过程中的精明发展旨在通过优化调整空间结构，来遏制无序扩

张与蔓延，进而促进资源型地区的可持续发展。保持长期经济发展活力和严格控制环境

污染则关键在于整体环境质量的提升。成熟型和再生型资源城市宜采用精明发展策略，

在提升要素配置效率、完善相关城市功能的基础上，空间紧凑利用，优化经济结构，合

理控制开发秩序，促进污染物减排治理和环境质量提升；衰退型资源城市应在优化产业

结构前提下，强调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率，注重替代产业发展与培育，探索低碳资源与

清洁能源的使用，进而提高地区环境质量，探索环境质量对精明发展倒逼作用的长效机

制；成长型资源城市应做好资源产业承接创新和新型工业化发展基地，挖掘经济社会发

展潜力，严格控制环境污染，继续增进精明发展与环境质量的协调发展。

（3）本文创新性地采用面板VAR模型论证了精明发展与环境质量的交互响应机制的

同时，结合面板数据与VAR模型优势，既有效处理了变量的内生性，又便于控制个体异

质性和分析动态调整。资源型城市精明发展政策对环境质量提升效应的可持续性既取决

于城市发展建设的空间结构、资源配置和功能服务的优化与提升，也决定于其发展观念

的转变、法律环境的改善和高新技术的创新等，本文未对精明发展与环境质量耦合关系

产生影响的其他因素进行论证，后续可展开相关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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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upling relationship and its response mechanism between
smart development and environmental quality in Chinese

resource-based c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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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aking 111 prefecture- level resource- based cities in China from 2003 to 2015 as

objects, this paper employed the dynamic principal components analysis to discuss the

measurement of smart development and environmental quality and used coupling coordination

model and panel VAR model to measure the coupling relationship and its interactive response

mechanism between smart development and environmental quality in different types of

Chinese resource- based cities. The results show that: (1) The smart development in Chinese

resource-based cities has relatively low level, and the differences in its regional areas have been

weakened. The environmental quality needs to be improved and its regional differences has

widened in fluctuations. (2) The coupling and coordination relationship between smart

development and environmental quality needs to be improved. The order of coordination from

high to low is growth type, recession type, regeneration type and maturity type. (3) There are

self- enhancement effects and inertial development trends in response mechanism between

smart development and environmental quality in different types of Chinese resource- based

cities. Besides, the smart development in Chinese resource- based cities has a significant

negative effect on the environmental quality after a positive effect. And that, the smart

development ha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enhancement effect on the environmental quality in

mature type of resource-based cities. However, the environmental quality in recession type of

resource-based cities ha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effect on the smart development after a negative

effect and the smart development in regeneration type of resource-based cities ha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effect on the environmental quality after a negative effect. In the next 15 years, the

smart development in regeneration and maturity types of resource- based cities will improve

environmental quality. Finally, this paper proposes different strategies and suggestions for

transformation progress in different types of Chinese resource-based cities.

Keywords: smart development; environmental quality; dynamic 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

coupling coordination; panel VAR; resource-based c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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